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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植物滞尘研究热点

Ｆｉｇ．１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ＮＫＩ） ｐｌａｎｔ ｄｕｓｔ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图 ２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植物滞尘研究热点

Ｆｉｇ．２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ＯＳ） ｐｌａｎｔ ｄｕｓｔ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体进入叶片内部［１０］。 毛状体可以增加颗粒物与叶片的碰撞面积，增加摩擦力，提高颗粒物捕获效率［８］；为空

气在叶片表面的运动创造曲折路径，引起湍流，增强细颗粒物沉积［１１］；增加叶面积，为大气颗粒物滞留提供额

外表面［１２］；有些毛状体具有表面极性，可以吸引带电粒子和一些金属颗粒［１３］；当叶片运动时，毛状体的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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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也使颗粒物难以从叶片上脱落。 Ｌｅｏｎａｒｄ 等［１４］ 对悉尼路边 １６ 种植物进行研究后认为，有叶毛的植物积

累大气颗粒物 ６．１７ ｍｇ ／ ｃｍ２，没有叶毛积累 １．９２ ｍｇ ／ ｃｍ２。 Ｈｗａｎｇ 等［１５］认为，叶子有叶毛的底面比无毛的表面

具有更高的滞尘能力。 但也有不同的研究结果，Ｐｅｒｉｎｉ 等［１６］ 认为大气颗粒物捕获与叶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

系，认为叶片的综合特性更为重要。 Ｌｅｏｎａｒｄ 等［１４］认为，虽然长叶相思树（Ａｃａｃｉａ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具有叶毛，但其积

累的颗粒物明显少于 Ａ．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亚麻叶相思树（Ａ． ｌｉｎｉｆｏｌｉａ）和 Ｍｅｌａｌｅｕｃａｓ ｔｙｐｈｅｌｏｉｄｅｓ，其叶片表面蜡质疏水性

可能降低了滞尘能力。
毛状体的密度及大小是影响滞尘能力的重要因素。 一般而言，密度较高的毛状体可以带来更高的滞尘能

力。 Ｘｕ 等［１７］认为，榆属（Ｕｌｍｕｓ Ｌ．）植物颗粒物滞留量与叶片毛状体密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Ｃｈｉａｍ 等［１８］ 认

为，随着表皮毛密度的增加，叶片对 ＰＭ２．５的相对沉积速度从 ０．０４ ｍ ／ ｓ 增加到 ０．１３ ｍ ／ ｓ，对 ＰＭ１０的相对沉积速

度从 ０．６４ ｍ ／ ｓ 增加到 １．９７ ｍ ／ ｓ。 毛状体的大小也会影响颗粒物积累。 有研究认为，较长的毛状体可以带来更

高的颗粒物积累［１９］。 但也有研究认为，较短的叶毛可以增加颗粒物积累［２０—２１］。 李耀华等［２２］ 则认为毛状体

长度与 ＰＭ１— ３含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Ｐ＜０．０５）。 因此毛状体的长度与滞尘能力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致性研

究结果，其原因可能有：①较长的毛状体容易随风弯曲，滞留的颗粒物容易二次漂浮；②较长且密的毛状体使

颗粒物仅滞留在毛的表面，阻挡了颗粒物接触叶片角质层［１２］。 此外，毛状体的长度还会随着污染的增加而增

加，进一步减少颗粒物与角质层的接触，起到保护叶片的作用［２３］。
１．１．２　 叶片表面纹理

形成叶片纹理的微形态包括脊状凸起（后面统称脊），沟槽，窝，褶皱等［１０］。 这些结构可提高叶片表面粗

糙度，增强接触粘附力及机械互锁效应，提高叶片滞尘能力［２４］。 此外，叶片纹理提供更多空间容纳颗粒物，还
可防止颗粒物二次悬浮。 叶片纹理还会影响从层流到湍流气流的过渡，使颗粒物更容易落到叶片表面［２５］。

不同纹理滞尘能力具有差异。 一些研究认为叶片纹理滞留大气颗粒物的能力依次是沟槽＞叶脉＋小窝＞
小窝＞脊［２６］。 沟槽对叶片滞尘能力影响最大，其深度越深，密度越大，滞尘能力越强［８］。 也有研究认为沟槽宽

度也会影响滞尘效果。 如王琴等［２７］认为，沟槽宽度减小有利于 ＰＭ２．５滞留，沟槽宽度增加有利于总悬浮颗粒

物（ＴＳＰ）滞留。 具有独特形状的沟槽，如条纹、网状、波纹、结节或疣状等可以更有效捕获 ＰＭ２．５
［２８］。 不同位

置的沟槽滞留颗粒物能力也不一样。 Ｒｏｎｇ 等［２３］认为，近轴面沟槽比远轴面滞留能力更高。 脊也能有效滞留

颗粒物。 Ｚｈａｎｇ 等［２９］ 认为，具有大量脊的叶表面可有效捕获颗粒物。 Ｗａｎｇ 等［３０］ 认为，叶面有脊的悬铃木

（Ｐｌａｔａｎｕｓ ａｃｅｒｉｆｏｌｉａ）叶片颗粒物滞留量显著高于槐树（Ｓｏｐｈｏ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和雪松（Ｃｅｄｒｕｓ ｄｅｏｄａｒａ）。 但也有不

同的研究结果，如 Ｗｅｅｒａｋｋｏｄｙ 等［３１］研究发现，史腾嚏根草（Ｈｅｌｌｅｂｏｒｕｓ×ｓｔｅｒｎｉｉ）叶片脊滞留颗粒物数量非常低。
叶片表面纹理可增加滞尘能力毋庸置疑，但叶片纹理种类多样且复杂，不易分类，难以量化不同纹理特征在叶

片滞尘中发挥作用的重要程度。
１．１．３ 　 气孔

气孔可影响颗粒物滞留，但影响方式存在分歧。 部分研究认为，较高气孔密度及较大气孔开放度（更大

的气孔长度，气孔面积）会带来更高的滞尘能力［８］。 多且大的气孔可增加叶片表面不连续性，即提高叶片的

粗糙度，这就与叶片纹理起到的作用相近。 气孔还能直接吸收较小颗粒物［１０］，即使不被吸收，颗粒也会粘附

在气孔内，不被风吹走或被雨水冲走［３２］。 较大的气孔密度也会导致蒸腾作用增加，使颗粒物更易潮解并增加

沉积速率［３３］。 气孔也可提供亲水区域，作为亲水污染物沉积场所［３４］，因而面积越大沉积能力越强。 但也有

不同的研究结果。 Ｓｈａｏ 等［２４］ 认为，气孔的大小和开放状态与滞尘能力之间没有显著关系。 Ｒｅｄｏｎｄｏ⁃
Ｂｅｒｍｕｄｅｚ 等［３５］发现，只有当气孔周围的凹槽具有足够的深度和宽度来留存颗粒物时，气孔密度才与滞尘能力

呈正相关关系。 Ｒäｓäｎｅｎ 等［３６］和 Ｍｏ 等［２１］认为气孔密度低的植物叶片有助于滞尘。 Ｌｉ 等［３７］则认为合适的气

孔密度有利于滞尘。 因此气孔及附属结构的理化特性决定了气孔在滞尘中起到正面或负面作用，而气孔的大

小或密度则对气孔所起的作用进行强化，需结合实际植物进行具体分析。
１．１．４　 叶片蜡质层

多数研究认为，较多（较厚）的叶片蜡质层会提高叶片滞尘能力［１２，３８］，如 Ｓæｂø 等［３９］发现叶片颗粒物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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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表皮蜡含量存在正相关函数关系。 但也有研究认为蜡的结构更为重要。 如 Ｗａｎｇ 等［４０］ 认为，不同形状

蜡质层捕获颗粒物能力大小为薄膜状＞血小板状＞管状，这可能由于管状蜡质层具有自净能力。 Ｌｉｕ 等［４１］ 研

究认为，红花羊蹄甲（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 ｂｌａｋｅａｎａ）叶片表皮蜡排列规律，滞尘能力较差。 蜡质层滞留颗粒物具有选择

性，粒径较小［４２］、亲脂性［４３］、富含有机碳和重金属［４４］ 的颗粒更易被蜡质层吸附。 因此蜡质层的组分，结构，
厚度等都会影响叶片滞尘能力：组分影响对颗粒物的亲和性，结构影响粗糙度，厚度则影响滞尘量的大小。 部

分颗粒物还可以封存到蜡质层中［４５］，如 Ｂｅｃｋｅｔｔ 等［４６］认为常绿植物蜡质层中封存了大量颗粒物；Ｂｕｉ 等［４７］ 认

为，海南五针松（Ｐｉｎ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蜡质中颗粒物积累量比叶片表面高 ２ 倍以上。 这些沉积在蜡质层中的颗粒

物不受降雨或风的影响，起到良好的滞留效果。
颗粒物等环境污染会导致蜡质层发生改变。 Ｃｈｅｎ 等［４２］ 认为纸莎草（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滞留的颗粒

物会导致蜡质层降解。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 等［４８］认为，长时间强降雨或高污染会导致常绿植物蜡质层消失。 蜡质层的

减少会改变叶片疏水性，减少粘附力，无法将颗粒物保持在叶片表面［４９］，并且将已封存在蜡质层的颗粒物释

放出来。 但 Ｃｈｅｎ 等［４２］认为桂花（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叶片蜡含量会随颗粒物积累期增加，并认为是颗粒物胁

迫所导致。 Ｈａｎｓｌｉｎ 等［５０］的研究也表明适当的环境压力会提高蜡质层厚度，改变蜡层结构和成分。 这些研究

结果可能归因于不同植物蜡合成速率与降解速率的差异，需结合特定植物通过实验或显微镜观察判断蜡质层

的实际状态以及对颗粒物的滞留情况。
１．２　 叶片大小及形状

１．２．１　 叶片大小

多数研究认为表面积大的叶片滞留颗粒物更有效［５１］。 大叶片带来的气流扰动及更高的颗粒物嵌塞空间

有利于颗粒物滞留［３３］。 但也有不同的研究结果。 Ｈｅ 等［５２］认为，叶表面积小（０—１０ ｃｍ２）的树种比叶表面积

大（１００ ｃｍ２以上）的树种具有更高的滞尘能力。 Ｗｅｅｒａｋｋｏｄｙ 等［５３］ 同样认为，较小叶片具有更高的滞尘能力。
Ｌｅｏｎａｒｄ 等［１４］认为小而硬的叶片运动幅度较小，容易留住颗粒物。 较小叶片边缘的不规则形状容易改变气流

路径，形成局部湍流或低速区，降低颗粒物动能，促使其沉降。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等［１９］对 ９６ 种多年生城市植物进行

研究后认为，特定叶面积的植物滞尘能力最高。 Ｓæｂø 等［３９］则认为供试植物的颗粒物积累与叶片大小之间没

有显著相关性。 叶片大小与颗粒物滞留能力的关系仍没有定论，需结合空气动力学、叶片理化性质等进行进

一步控制实验来验证。
１．２．２　 叶片形状

大部分研究认为，形状更复杂的叶片，即周长与面积比更大的叶片气流模式更复杂，滞尘能力更高。
Ｗｅｅｒａｋｋｏｄｙ 等［５３仿制了不同形状的叶片（椭圆形、掌状裂片和线形），证明掌状裂片叶比全缘叶滞尘能力更

强，特别是在叶片尖端区域。 Ｐｒｚｙｂｙｓｚ 等［５４］认为，具有羽状复叶的草本植物滞尘能力高于其他叶形。 Ｌｅｏｎａｒｄ
等［１４］发现，披针形叶片沉积颗粒物 １１．１５ ｍｇ ／ ｃｍ２；倒卵形为 ４．６４ ｍｇ ／ ｃｍ２；椭圆形 ３．１３ ｍｇ ／ ｃｍ２；针叶 ２．５８ ｍｇ ／
ｃｍ２；线形则是 ２．０１ ｍｇ ／ ｃｍ２。 在这其中，虽然线形叶片周长与面积比更大，但颗粒物积累能力较低，这可能由

于线型叶子基部狭窄，容易随风弯曲［５３］。 这样的结果也适用于其他叶基部较窄的叶片，更易颤动，不易滞留

颗粒物［１４］。 相比之下，趋于圆形的叶片在空气动力学上更稳定，颗粒物的拦截和积累能力更高［３３］。 但线型

叶在某些研究中滞尘能力较高，如 Ｊｅｏｎｇ 等［５５］发现在所测试 １８ 种植物中，线形叶 ４ 小时后的 ＰＭ２．５沉积量达

到 １７６．９７ μｇ ／ ｍ２，显著高于圆形叶的 ８１．５８ μｇ ／ ｍ２以及掌状裂片叶的 ７５．８２ μｇ ／ ｍ２。 这些叶片可能较为坚硬，
不易随风飘荡或发生弯曲。 因此可以认为，相同硬度下，形状复杂的叶片滞尘能力较高，这同样是由于边缘的

不规则形状容易降低颗粒物动能，促使颗粒物沉降所致。 由于自然界中很难找到硬度一致且形状不同的叶

片，可以人工制作相同硬度但形状不同的“叶片”来模拟研究其滞尘的差异。
１．３　 叶面亲水性

叶面亲水性是指叶片可被水的湿润性，可以以叶片上水滴与叶片平面的接触角（θ）来表征（图 ３）。 如果

接触角小于 ４０°，则叶片表面为“超润湿性”；接触角在 ４０°和 ９０°之间，则叶片表面为“高度可润湿”，接触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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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和 １１０°之间，则叶片表面为“可湿性”；接触角介于 １１０°和 １３０°之间，则叶片表面为“不可润湿”；接触角超

过 １３０°，则叶片表面是“高度不可润湿” ［５６］。 叶片接触角的差异性可能与表皮蜡含量、化学成分、表皮蜡的类

型和排列特征、毛状体以及表皮细胞的微观结构有关［１４］。

图 ３　 叶片亲水性

Ｆｉｇ．３　 Ｂｌａｄｅ 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ｃｉｔｙ

θ：叶片上水滴与叶片平面的接触角

高亲水性叶片可以与亲水性颗粒物紧密贴合［３４］，而随着亲水性的降低，颗粒物与叶片接触的区域会产生

空气，导致接触面积不足，降低物理粘附力［３０］。 此外，当降雨强度较高时，亲水叶片可以增加雨水与叶面之间

的接触时间，有助于颗粒物的去除，恢复滞尘能力，而亲水性较低的叶片则有利于叶片自我清洁，防止颗粒物

覆盖对叶片造成损害［５７］。 但颗粒物沉积能力与叶片亲水性无关的研究也有出现［５２］。
１．４　 叶片离地高度

一般而言，位于低处的叶片滞尘量更高。 Ｗａｎｇ 等［５８］ 认为，低层叶片滞留颗粒物浓度是其他较高层的

２—３５ 倍。 但 Ｏｔｔｅｌé 等［５９］在 ０．７５—２．０ ｍ 范围内没有发现不同高度之间叶片滞尘的显著差异。 我们对在中国

研究的 １０７１ 组植物滞尘数据进行的 ｍｅｔａ 分析表明，在 １—２ ｍ 范围内叶片 ＴＳＰ 达到（７．９１７±０．７５４） ｇ ／ ｍ２，显
著高于其他高度（表 １）。 由于受重力作用，低空颗粒物浓度普遍高于高空。 人类所造成的颗粒物污染也集中

在地面附近。 较高处的叶片也更容易受到风的影响，导致颗粒物被吹落形成次生悬浮，并被低层叶片所吸附。

表 １　 不同高度植物叶片 ＴＳＰ 滞留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ＳＰ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ｓ

植物高度 ／ ｍ
Ｐｌａｎｔｓ ｈｅｉｇｈｔ

样本数量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ＴＳＰｓ 总量 ／ （ｇ ／ ｍ２）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ＳＰｓ

样本数量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ＴＳＰ 日捕获量 ／ （ｇ ｍ－２ｄ－１）
ＴＳＰ ｄａｉｌｙ ｃａｐｔｕｒｅ

（０，１］ １９３ ３．４５７±０．３２９ｂ １９３ ０．３７４±０．０４８ｂｃ

（１，２］ ４１９ ７．９１７±０．７５４ａ ４１１ ０．７１５±０．０７４ａ

（２，３］ １５１ ３．５８１±０．７０４ｂ １５１ ０．２００±０．０２９ｃ

（３，４］ ９７ １．３８２±０．１２４ｂ ９７ ０．１６７±０．０２３ｃ

（４，５］ ７４ ３．６１１±０．７０４ｂ ７４ ０．１４４±０．０１９ｃ

＞５ １３７ ２．８５７±０．３５８ｂ １３７ ０．４３８±０．０４８０ｂ

１０７１ Ｆ＝ １１．３０３∗∗∗ １０６３ Ｆ＝ １０．７３２∗∗∗

　 　 统计不同高度叶片滞尘能力的差异性（均值±标准误）并做方差分析，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在 Ｐ＜０．０５ 水平上显著；Ｆ 值及标注分别代表∗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ＴＳＰ：总悬浮颗粒物 Ｔｏｔａｌ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ＴＳＰ 总量指文献中叶片的总滞尘量，ＴＳＰ 日捕获量为总滞尘量与滞

尘所用时间的比值；

１．５　 其他影响因素

一些其他叶片性状也能影响滞尘效率。 寿命长的叶片一般叶片较硬且蜡质层较厚，有利于吸附颗粒

物［６０］。 叶片滞尘与叶龄之间的关系具有争议。 Ｍｏｒｉ 等［６１］ 认为云杉（Ｐｉｃｅａ ｓｉｔｃｈｅｎｓｉｓ）２ 年生针叶滞尘能力高

于 １ 年生。 Ｄｅ Ｎｉｃｏｌａ 等［６２］则认为，老叶子可能被新叶子屏蔽在树冠内部，与颗粒物接触较少，滞尘效果差。
但更多的研究认为滞尘能力与叶龄无关［３３］。 叶片不同表面滞尘能力也有差异。 受重力影响，叶片近轴面沉

积颗粒物数量大于远轴面，Ｓｈｉ 等［６３］及Ｗａｎｇ 等［５８］分别研究认为约 ７６％和 ８３％的颗粒物沉积在近轴面。 叶柄

长度也会影响颗粒物沉积。 一般认为叶柄较小的植物叶片移动幅度小，能有效滞留颗粒物［５３］。 叶片化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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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影响对颗粒物的吸附。 含有丰富有机质和矿物质的叶片可能具有更强的吸附能力［３３］，这些叶片往往更

结实且坚韧，拦截大气颗粒物更加有效。 可以分泌油脂和粘液的叶片能将颗粒物粘在叶片表面［９］，减少颗粒

物的反弹及二次漂浮，但不利于叶片的清洁。 影响叶片滞尘的因素多且繁杂，许多因素之间还存在相互影响，
相互矛盾的现象，亟需深入研究。
１．６　 不同功能类型植物叶片滞尘差异

由于不同种类植物叶片具有上述差异，因此滞尘能力差异较大。 如刘璐等［３２］对 １８ 种广州市常见行道树

种的研究表明，其 ２６ｄ ＴＳＰ 滞尘量在 ０．０６６—１．８３１ ｇ ／ ｍ２之间；邱媛等［６４］ 对惠州城市 ４ 种植物的研究表明，其
２０ｄ ＴＳＰ 滞尘量在 ０．３０３—１．２５９ ｇ ／ ｍ２之间。 王琴等［２７］对武汉市 １５ 种阔叶乔木的研究表明，其 ７ 天后 ＴＳＰ 滞

尘量在 ０．２２９—１．８９６ ｇ ／ ｍ２之间，ＰＭ１０在 ０．０２３—０．２１１ ｇ ／ ｍ２之间，ＰＭ２．５在 ０．００５—０．０５７ ｇ ／ ｍ２之间。 Ｈｅ 等［５２］对

１２ 种城市植物的研究认为，５ｄ 后 ＰＭ１０滞尘在 ０．２５—３．４０ ｇ ／ ｍ２之间，ＰＭ２．５在 ０．１３—２．６７ ｇ ／ ｍ２之间。 这种差异

表明在选择园林绿化植物时一定要考虑其叶片滞尘能力，才能起到更好的净化空气效果。
不同类型的植物同样具有差异化的叶片滞尘能力。 如针叶植物叶片的滞尘能力往往高于阔叶植物。 Ｂｕｉ

等［４７］比较了韩国园林绿化常用的 １１ 种植物，发现针叶植物 ＰＭ１０滞尘范围在 ７．２１—１３１．６３ μｇ ／ ｃｍ２，ＰＭ２．５滞尘

范围在 ２．９８—３２．０４ μｇ ／ ｃｍ２，阔叶植物则是 ＰＭ１０ ３．５９—１３．４４ μｇ ／ ｃｍ２，ＰＭ２．５则是 ３．５２—７．５８ μｇ ／ ｃｍ２，针叶植物

远高于阔叶植物；Ｈａｎ 等［６５］通过综述认为，针叶植物叶片的 ＴＳＰ 滞尘范围在 ６．４５×１０－２—１４．９４×１０６ｍｇ ／ ｍ２之

间，而阔叶植物在 ０．５９—１６．４６×１０６ ｍｇ ／ ｍ２之间，无显著差异。 我们对在中国研究的 ３１５０ 组植物滞尘数据进

行的 ｍｅｔａ 分析表明，阔叶 ＴＳＰ 平均滞尘量在（３．３５±０．１５７） ｇ ／ ｍ２，针叶则是在（６．７８±１．０７５） ｇ ／ ｍ２，针叶为阔叶

的 ２ 倍。 针叶植物叶片一般更为粗糙，蜡质层较厚，常伴有分泌物（如松脂），因此滞尘能力较高。 常绿植物

滞尘能力也要高于落叶植物，如 Ｃｈｅｎ 等［４２］认为，常绿橙红丹桂（Ｏ． ｆｒａｇｒａ）叶片滞尘能力为 ３５．３１ μｇ ／ ｃｍ２，高
于落叶构树（Ｂ．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的 ９．６７ μｇ ／ ｃｍ２，认为常绿植物叶片更多的蜡含量起到主要作用。 Ｚｈｏｕ 等［６６］ 通过

ｍｅｔａ 分析认为，常绿植物（１５８ 种）的整体滞尘效率高于落叶植物（１５２ 种）。 常绿植物蜡质层较厚且叶片结构

更为坚韧，利于其滞留更多颗粒物。

２　 植物单株及群落尺度滞留大气颗粒物的影响因素

２．１　 植物类型

不同类型植物单株滞尘效果具有差异，并得到广泛研究。 首先，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之间滞尘能力有很

大差异。 虽然草本植物单位叶面积滞尘量一般较高，但乔木和灌木具有更大的叶片总面积和复杂的树冠结

构，树冠内可进行颗粒物二次截留，在单株尺度上具有更好的颗粒物去除效果［８］。 Ｋｗｏｎ 等［５１］认为，封闭空间

中去除颗粒物的效率由高到低为乔木＞灌木和小树＞藤本植物；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等［６７］ 也认为与灌木和草本植物相

比，乔木叶片总面积更高，单株尺度滞尘能力更高。
几乎所有研究结果都证实，单株尺度上针叶植物滞尘能力要高于阔叶植物［６８］。 虽然针形叶片不利于滞

留颗粒物［３１］，但针叶几何形状和纹理更复杂，边界层更薄，且表皮蜡层更厚，有利于颗粒物附着［５２］。 针叶植

物枝叶结构更复杂，小叶片更密集，可降低风速，使颗粒物经过树冠时速度减慢，提高惯性撞击效率。 降低的

风速也使沉积下来的颗粒物不易被吹走［６９］。 针叶植物比表面积也较高，为颗粒物提供更多沉积位置［６８］。
Ｂｕｄａｎｉｙａ 等［７０］研究认为，整株针叶植物的 ＰＭ１０去除效率比其他植物高约三倍。 但针叶树种对严重污染的耐

受能力较差，如 Ｃｈｅｎ 等［６８］认为空气污染胁迫导致针叶树的滞尘效率可能仅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因此针叶树

并不适合种植在污染较重的区域。 但总体而言，城市内污染较低，种植针叶树有利于滞尘以及绿化。 常绿植

物常具有更厚的蜡质以及更坚韧的结构，且叶片存续时间更长，在一年中颗粒物的积累量往往高于落叶植

物［２４］。 如张新献等［７１］研究认为，常绿乔木单株年滞尘量可达 ３．２３ ｋｇ，高于落叶乔木的 ３．１６ ｋｇ，因此，常绿植

物适合种植在城市街道等区域，一年四季都能起到美化环境，提供氧气，净化空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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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树冠形态结构

树冠是由树叶、树枝和树干等组成的集合体。 当气流穿过树冠时与树冠内部各结构产生摩擦，速度降低，
将颗粒物滞留在树冠中［７２］。 树冠的大小及密度会影响植物的滞尘能力。 一般而言，树冠越大的植物叶片及

树皮的总表面积越大，树枝结构越复杂，引起的空气湍流更多，颗粒物有更高的几率沉降在植物上［７３］。 此外，
树冠较大的植物树枝和树叶质量较高，可降低风速，增加颗粒物在树冠内的停留时间，减少颗粒物的二次漂

浮［７４］。 因此植物颗粒物滞留量一般与树冠大小呈正相关关系［８］。 树冠的密度越大，孔隙度越小，越容易沉积

颗粒物［７５］。 树冠叶片的密度可以用叶面积指数（叶面积 ／地面面积，ＬＡＩ）或叶面积密度（叶面积 ／树冠体积，
ＬＡＤ）来表示。 一些研究表明，ＬＡＩ 较高、叶片较小的树种对颗粒物的吸附更有效［７６］。 因此在树冠内部，叶片

密度、树冠大小、树枝密度及柔韧性等都会影响树冠滞尘能力，但现有研究对枝干滞尘的研究还较少。
２．３　 植物组成及结构

在城市绿化及自然景观中，具有不同叶片构造，高度，冠层大小及密度的植物搭配种植形成群落，其滞尘

能力有较大差异［７７］。 一般认为，乔木、灌木、草本搭配种植模式可最大限度发挥不同类型植物滞尘特性，保留

更多颗粒物［８］。 Ｗｅｅｒａｋｋｏｄｙ 等［７８］认为不同高度植物搭配种植能滞留更多颗粒物。 Ｐｒｚｙｂｙｓｚ 等［５４］ 认为自然

生长的草甸植物种类多，生物量大，滞尘能力高于人工种植草坪。 Ｃｈｅｎ 等［７９］ 认为组合种植罗汉松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和樟树（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可有效滞留颗粒物。
多种植物搭配种植形成的群落具有特定的高度、厚度、冠层密度（孔隙度）及延伸方向。 合适的群落高度

能够有效滞留颗粒物。 Ｇｒｏｍｋｅ 等［８０］和 Ａｂｈｉｊｉｔｈ 等［８１］分别研究认为，高度在 ２．５ 米以及在 １ 至 ２ 米之间的群

落可有效降低街道中污染物浓度。 群落厚度同样重要。 Ｉｓｌａｍ 等［８２］和 Ｎｅｆｔ 等［８３］ 认为最小厚度为 ５ 米即可去

除约一半的颗粒物。 群落密度要合适。 密度过高导致可渗透性降低，更像一个坚固屏障，滞尘能力下降［８２］；
密度过低，孔隙度过高，气流通过植物速度过快，植物所提供的摩擦力，沉积面积过小，滞尘能力同样下降［８４］。
Ｓｈａｎ 等［８５］建议防护林孔隙率为 ２５—３３％，以去除超过 ５０％的总悬浮颗粒。 Ｉｓｌａｍ 等［８２］ 认为群落密度 ７０—
８５％具有最佳的颗粒物捕获能力。 群落的延伸方向也较为重要。 街道绿化植物种植方向常与道路方向一致，
形成“街道峡谷”，气流顺峡谷延伸方向流动，群落内气流流通减少，再叠加较高的冠层密度及高度，导致街道

峡谷内颗粒物浓度增加［８６］。 因此，合适的高度、厚度、冠层密度（孔隙度）及延伸方向有助于提高植物群落的

滞尘能力，在实际绿化设计中不仅要考虑所选植物单株水平的滞尘能力，还要考虑不同植物搭配之后的滞尘

能力。

３　 影响植物滞留大气颗粒物的外界因素

３．１　 气象要素

３．１．１　 降雨

在降雨过程中，雨水首先携带大气中颗粒物附着在叶面，并与叶表面已滞留颗粒物混合。 当附着水量超

过叶片存储容量时，水中颗粒物将以滴落和流动的形式去除［８７］。 因此降雨既可提高叶片颗粒物含量，也可去

除叶片上的颗粒物［８］，这取决于降雨的强度［８８］，叶面颗粒物的大小及性质［６８］等。
较低的降雨强度无法去除叶片上的颗粒物。 Ｐｕｌｌｍａｎ 认为低于 １０—１５ ｍｍ 的降雨不能减少叶片上颗粒

物［８９］；Ｘｕ 等［８７］和 Ｓｔｏｒｔｉｎｉ 等［９０］认为＞ １０ ｍｍ 的降雨才可减少叶片颗粒物含量。 随着降雨强度增加，雨滴直

径和动能增加，可通过飞溅 ／撞击叶片表面去除叶片上颗粒物。 Ｘｉｅ 等［９１］ 研究认为，在 １２ ｍｍ ／ ｈ 降雨强度下，
叶表颗粒物去除速率比 ４ ｍｍ ／ ｈ 和 ８ ｍｍ ／ ｈ 下更快。 降雨频率和持续时间同样影响颗粒物去除，连续降雨会

导致更长的水与颗粒物接触时间，提高颗粒物去除率［９２］。
颗粒物水溶性及大小会影响降雨冲刷效果。 颗粒物水溶性部分容易被降雨溶解，随雨滴一起去除，特别

是粒径较小的硫酸盐、硝酸盐和氯化物等［９３］。 不溶于水的颗粒中，粗颗粒容易被降雨所冲走，细颗粒容易残

留在叶片上。 如 Ｐｒｚｙｂｙｓｚ 等［９４］指出，降雨冲走了松树枝条中大多数大而粗的不溶性颗粒，但冲走细小不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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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的量较少。 Ｆｒｅｅｒ⁃Ｓｍｉｔｈ 等［９５］认为，降雨后五种树叶表面的细小不溶性颗粒没有显著减少。 刘辰明等［９６］

研究认为，降雨对 ＰＭ＞１０以上的颗粒物更容易去除。 现阶段对于降雨强度、频度及降雨量影响颗粒物滞留的

研究还较为缺乏。 此外，很多研究都默认降雨后可将颗粒物完全去除，一段时间后采集叶片测定叶片对颗粒

物的滞留量，导致研究结果并不准确。
３．１．２　 风

风速及风向都能影响植物吸附颗粒物的过程。 风速较小时湍流增加，空气颗粒物有更长的时间沉积在叶

片表面、树枝和树干上［９７］。 随着风速增加，植物捕获颗粒物能力开始下降，粒径较小的颗粒物开始被风吹起

形成二次悬浮［８］。 Ｓｔｏｒｔｉｎｉ 等［９０］认为，＞２ ｍ ／ ｓ 的风速会导致叶片表面颗粒物减少。 Ｗａｎｇ 等［９８］ 认为，＞５ ｍ ／ ｓ
的风速会导致叶片表面颗粒物再悬浮。 当风速足够高时会摇晃和翻转叶片，使颗粒物从叶面掉落［９９］。 但

Ｐｏｐｅｋ 等人［１００］认为，叶子上颗粒物变化主要与雨水有关，与风关系较小。 王蕾等［１０１］ 研究也表明，５—６ 级大

风不会使叶面颗粒物附着密度减少。 风向也会影响颗粒物的滞留。 垂直于群落方向的风向有利于颗粒物在

叶片上的滞留。 如 Ｂｒａｎｔｌｅｙ 等［１０２］发现，风向垂直于群落，植被后方空气颗粒物的减少幅度最大。 Ｔｏｎｇ 等［８６］

同样发现，只有垂直方向吹来的风才能加速树木的颗粒物沉积。 其他方向的风则无法起到良好的滞尘效果，
并导致群落两侧的空气颗粒物密度增加［１０３］。 因此，较小的风速以及合适的风向有利于植物滞留颗粒物，且
植被本身也可降低风速。 在城市建设中，合理规划建筑物及绿化植物的布局既可降低城市中的风速，也能更

好的降低空气中颗粒物含量。
３．１．３　 温度和湿度

一般认为，较高的空气湿度可提高颗粒物的沉积效率，还可水化角质层，提高叶表面渗透性，通过改变溶

解度或氧化还原条件，影响颗粒物的物理化学反应过程［１０４］。 如 Ｐｒａｊａｐａｔｉ 等［１０５］ 认为冬季树叶潮湿的表面有

助于捕获颗粒物并防止颗粒物扩散。 但 Ｒｏｎｇ 等［２３］认为，较高的湿度可导致颗粒物中可溶解部分溶解在水蒸

气中，减少植物对颗粒物的滞留量。 温度则通过影响颗粒物的干沉降速率、植物光合能力、空气颗粒物含量等

影响叶片滞尘能力［１０４］。 研究结果也并不统一，如 Ｒｏｎｇ 等［２３］ 和 Ｗａｎｇ 等［１０６］ 分别认为，高温低湿以及低温高

湿下空气中的颗粒物水平最高，叶片滞尘能力较高。 因此，温度和湿度对叶片滞留颗粒物的影响较为间接且

存在异议。 现阶段对温度和湿度影响颗粒物滞留的研究较少，未来可结合降雨、风速等室内控制实验进行深

入探讨。
３．２　 颗粒物性质

３．２．１　 颗粒物大小

一般认为，较小颗粒物更容易被植物滞留［７５］。 但小颗粒物质量较小，且更易二次悬浮［７７］，因此总沉积质

量一般低于大颗粒物。 大颗粒物沉降速度较快，可绕过叶片沉降到地面，叶片滞留数量较少。 如 Ｒｏｎｇ 等［２３］

认为，植物滞留 ＰＭ１０质量百分比大于 ＰＭ２．５。 Ｚｈａ 等［１０７］认为，叶片上 ＰＭ１０质量占 ４８％，ＰＭ２．５占 １８．３％；ＰＭ１０数

量占 ５．５％，ＰＭ２．５则占 ７３％。 Ｓｈｉ 等［６３］认为，叶片滞留 ＰＭ１ 数量占 ５２．９％，ＰＭ２．５占 ２５％。 但 Ｓｈａｎ 等［１０８］ 证实，
亚微米颗粒（＜０．１ μｍ）从大气向叶面迁移过程中存在凝固效应，导致叶片颗粒物尺寸显著增加：平均粒径从

大气中 ０．４８ μｍ 增加到叶面的 ３．４ μｍ，而数量比例从 ９５％下降到 ２０％以下，因此植物对小颗粒物的实际滞留

能力可能比研究得到的结果更高。 由于凝固效应的存在，可进一步增大叶表面的颗粒物体积，减少颗粒物二

次悬浮。
３．２．２　 颗粒物成分

植物滞留的颗粒物来自于环境，其组成成分大多与大气颗粒物中的成分有着较强相关性，因此可以追溯

叶面颗粒物的来源以及利用植物监测环境［７９］。 但植物也会影响滞留的颗粒物成分。 如 Ｋｗａｋ 等［７６］ 认为，叶
面滞留的颗粒物富含 Ｏ、Ｓｉ、Ｃｌ、Ｆｅ、Ｎ、Ｐｂ、Ｃｕ、Ｎｉ、Ｃｒ 和 Ｃｄ，而蜡层滞留的颗粒物则富含 Ｃ 和 Ｎａ。 Ｐａｒｉｓ 等［１０９］

认为，多环芳烃更容易在植物疏水层中积累。 不同种类植物积累颗粒物化学成分也有差异。 Ｆａｂｕｒｅ 等［１１０］ 认

为，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ｌｅｒｏｐｏｄｉｕｍ ｐｕｒｕｍ 容易积累 Ａｌ、Ｃｕ、Ｚｎ 和 Ｆｅ，而角齿藓（Ｃｅｒａｔｏｄｏｎ ｐｕｒｐｕｒｅｕｓ）积累 Ｍｏ、Ｔｉ、Ｖ、Ａｓ、Ｓ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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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 和 Ｐｂ 效率较高。 Ｍａｓｏｕｄ 等［４５］认为，黑桑（Ｍｏｒｕｓ ｎｉｇｒａ）中 Ｃｄ，Ｃｒ 和 Ｎｉ 含量最高，高加索枫杨（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ｆｒａｘｉｎｉｆｏｌｉａ）Ｚｎ 和 Ｃｕ 最高，Ｐ．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则是 Ｐｂ 最高。 此外，叶际微生物的组成也会受到寄主植物、微生物和

周围环境的错综复杂的多方作用影响［１１１］。 因此，叶片并不是被动滞留大气中的颗粒物，而是通过叶片表面

的理化结构来选择及“改造”所滞留颗粒物。 此外，叶际也会对叶片滞留的大气颗粒物进行分解和转化，这也

是未来叶片滞尘的研究方向之一。
３．３　 季节

冬季和春季由于气象条件及人为排放等原因，空气中颗粒物浓度较高［１０７］。 此外植物叶片表面蜡质在生

长季会被机械和化学磨损而破坏，叶片亲水性在生长季末期增加，滞留颗粒物能力有所提升［３０］，因此秋冬季

和春季的叶片滞尘量相对较高。 如 Ｍｅｒａｖｉ 等［１１２］ 认为，植物叶片滞尘量冬季 ＞夏季 ＞雨季。 Ｐｒａｊａｐａｔｉ 和

Ｔｒｉｐａｔｈｉ［１０５］认为，雨季滞尘量小于冬季和夏季。 我们对 １７３４ 组数据进行的 ｍｅｔａ 分析表明，中国叶片 ＴＳＰ 平

均滞尘量春季（４．９７±０．６１ ｇ ／ ｍ２）＞冬季（３．９７±０．１４ ｇ ／ ｍ２） ＞秋季（２．９８±０．３３ ｇ ／ ｍ２） ＞夏季（２．４８±０．３５ ｇ ／ ｍ２）。
Ｚｈｏｕ 等［６６］通过 １１５ 组数据的 ｍｅｔａ 分析表明，夏季滞尘量要显著低于其他季节。 但也有其他研究结果出现，
如 Ｃｈｅｎ 等［６８］研究认为，黄金树（Ｃａｔａｌｐ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在夏秋季叶片滞尘量大于 １５ μｇ ／ ｃｍ２，而在晚春时下降到小

于 ３ μｇ ／ ｃｍ２，这可能与当地不同季节的空气污染水平有关。 因此，季节变化带来的滞尘差异与当地的气候条

件，经济条件及风俗文化息息相关，没有统一研究定论。
３．４　 空气污染水平

空气污染程度与植物滞尘关系密切。 一般认为随着环境中颗粒物的增加，植物中捕获的颗粒物也随之增

加。 如雾霾天气颗粒物浓度较高，植物捕获的颗粒物量也较高［１３］；工厂、道路等污染源颗粒物浓度要高于校

园、林地、乡村等区域，附近植物叶片滞留的颗粒物浓度较高［１１３］，并且距离污染源越近，植物叶片颗粒物浓度

也越高。 Ｎｏｗａｋ 等［１１４］通过 ＵＦＯＲＥ 模型研究表明，污染物的沉积（Ｆ）取决于沉积速度（Ｖｄ）和污染浓度（Ｃ），
Ｆ＝Ｖｄ×Ｃ。

４　 植物滞尘影响因素的耦合协同

植物滞尘能力是“微观⁃中观⁃宏观”跨尺度协同的结果，图 ４ 是“微观⁃中观⁃宏观”尺度影响因素耦合协同

示意图。 在微观尺度上，树叶及树枝树干的相关因素发挥着滞尘作用。 在中观尺度，单株植物所具备的相关

因素，如叶片总面积，树皮总面积等影响了滞尘能力，而到了群落尺度，整个群落的组成、厚度、密度、高度、方
向等影响了滞尘能力。 基于此，我们建构了植物滞尘能力及相关影响因素路径关系（图 ５）。 叶片滞尘及树皮

滞尘是植物滞尘的基础，受微观层面影响因素的影响。 在更高的尺度上，所有叶片汇聚成叶片总面积，在单株

滞尘中发挥作用，树枝及树干则以树皮总面积的形式发挥作用。 中观尺度上，树冠大小、叶片高度、叶片排列

方式、叶片密度影响了叶片发挥作用的效果，树冠大小、树枝密度、树枝柔韧性则影响树枝发挥作用的效果。
在更宏观的尺度上，所有具备不同微观及中观滞尘能力的植物汇聚一起组成群落，群落的组成、厚度、密度、高
度及延伸方向制约了每株植物所能发挥的微观及中观滞尘功能。 所有的外界因素对叶片、枝干、单株及群落

滞尘都起到影响作用。 总之，植物滞尘就是让树叶及树枝树干发挥最大的滞尘能力，在城市绿地规划设计时

要充分考虑植物“微观⁃中观⁃宏观”尺度的滞尘功能及耦合协调性，才能更大的发挥植物滞尘能力，获得良好

的净化空气效果。

５　 植物滞留大气颗粒物测定方法

５．１　 液体清洗过滤法

用水冲洗提取叶片表层颗粒物，用氯仿溶解提取蜡质层中的颗粒物，利用滤膜分离清洗液中不同粒径颗

粒物是最常用的测定方法［８］。 这种方法可以对叶面及蜡质层内不同粒径颗粒物进行相对准确的质量测

量［１１５］。 但液体清洗提取法会将颗粒物中可溶部分溶解，导致提取后颗粒物质量小于叶表颗粒物［１１６］。 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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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微观⁃中观⁃宏观”尺度影响因素耦合协同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ｔ ｔｈｅ “ Ｍｉｃｒｏ⁃Ｍｅｓｏ⁃Ｍａｃｒｏ ” ｓｃａｌｅ

图 ５　 植物滞尘能力及相关影响因素路径关系

Ｆｉｇ．５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ｌａｎｔ ｄｕｓｔ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清洗法也较为费时费力［３９］。 此外，用水冲洗后仍有部分颗粒物残留在叶片表面［１１７］。 用于溶解蜡质层的氯仿

是致癌物质，在光照下遇空气会被氧化生成剧毒的光气（碳酰氯）和氯化氢，实验危险性较高，亟需寻找安全

无毒的替代方案。
５．２　 显微镜及图像分析法

对叶片表面滞留的颗粒进行计数也是常用方法之一。 利用扫描电镜及图像分析软件可计算颗粒数量，确
定颗粒大小和分布［２４］。 再借助能量色散 Ｘ 射线光谱可进一步确定颗粒元素组成［６３］。 这种方法不会干扰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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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颗粒物，对颗粒物数量、大小及分布计算较为准确。 但扫描电镜的扫描区域远小于叶片表面积，需要大样本

量照片才能构成整个颗粒物沉积的代表性样本。 此外图像分析无法计算滞留颗粒物的总质量［３１］。
５．３　 叶片磁性测定

叶片表面颗粒物中大多含有磁性物质，在外磁场作用下可被磁化，而磁化强度与颗粒物浓度有较强相关

性，因此可利用叶片饱和等温剩磁强度（ＳＩＲＭ）代表滞尘量［１１８］。 但磁性测定属于间接测定方法，无法直接测

定颗粒物质量及大小；磁性物质含量受大气污染性质影响较大；叶片磁性还会受到温度（高温或低温会改变

树叶中磁性颗粒的稳定性）、降水（降水可以清洗叶片表面的磁性颗粒物）、光照（影响磁性颗粒的叶内分布及

降解）、季节变化（树木生理状态变化）等的影响［１１９］，应用范围较窄。
５．４　 高光谱遥感

植物叶片滞尘后会对叶片光谱特征和反射率有着显著的影响。 利用光谱数据可以对滞尘量进行推

算［１２０］。 这种方法较为便捷高效，不会破坏植物，适合大面积植物的滞尘量分析［１２１］。 但遥感本身会受图像精

度的影响，此外传感器、大气条件、太阳辐射、相对位置、颗粒物及植物种类的变化也会影响图像的信息，遥感

得到的滞尘量准确度也不高。
５．５　 再悬浮法

再悬浮法是利用风蚀原理将叶片上的颗粒物吹走并混合在一起，生成气溶胶，利用空气颗粒物测定仪测

定单位体积空气中颗粒物的含量，进而推算叶片上滞留的颗粒物含量［１２２］。 这种方法避免了可溶性颗粒物的

流失，但颗粒物再悬浮后结构及大小发生了改变。 此外，部分颗粒物被植物叶片滞留后难以吹起，测定的颗粒

物含量一般小于叶片所滞留的颗粒物含量。
５．６　 模型估计法

模型估计法一般基于单一时期或特定季节滞尘量经验数据，评估单株尺度或群落尺度上植物滞尘能

力［１２３］。 如 Ｐａｃｅ 等［１２４］建立的 ｉ⁃ｔｒｅｅ Ｅｃｏ 模型和 Ｆａｒｅｓ 等［１２５］建立的 ＡＩＲＴＥＥ 模型等。 模型估计法需要大量实

测数据作为支撑［１２６］，并且由于不同树种、不同群落组合以及不同尺度下影响滞尘的因素不一致，因此需要建

立不同的模型作为支撑［７８］。 此外，植物叶片的颗粒物保留效率因天气条件和积累时间而异，一旦叶片上的颗

粒积累达到饱和，植物的去除效率就会相应下降，导致模型的不准确［１２７］。

６　 展望

６．１　 怎样更好的研究高尺度植物滞尘的影响因素？
叶片尺度颗粒物滞留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较多，机理及研究方法也较成熟，但更高尺度植物滞留颗粒物的

研究较为缺失。 首先，大部分研究忽略了植物枝干的滞尘能力，只用叶片滞尘推算整株及群落滞尘，这会导致

整体滞尘量的下降。 其次，所使用的单位也不统一，有滞尘质量 ／株，滞尘质量 ／天，滞尘质量 ／单位绿化面积等

等，建议统一单位为滞尘质量 ／单位绿化面积，以提高不同研究的可比性。
６．２　 如何恢复植物的滞尘能力？

植物滞尘仅仅是将颗粒物存储在叶片表面或吸收到叶片内，当超过承载力时叶片就失去了滞尘能力。
雨，雪，风等可让叶片颗粒物沉降到地面，使叶片恢复滞尘能力。 然而除尘过程同样受到叶片表面微观结构，
叶片大小及形状，叶片亲水性等影响因素的影响，且雨，雪，风的强度和过程也起重要作用。 未来可强化植物

滞尘能力恢复的机理及如何让植物尽快恢复滞尘能力的相关研究。
６．３　 如何优化不同植物群落类型的滞尘能力？

不同植物的滞尘能力不同，合理配置可以起到最大的滞尘效果。 要提高群落滞尘能力，首先需要考虑每

种植物本身的滞尘能力，选择滞尘能力较高的树种；其次需要考虑植物的空间搭配，调整群落的密度，高度及

厚度达到最佳滞尘能力；还要考虑不同植物的喜光特性，高密度种植会造成下层空间光照减少，导致一些喜光

植物生长变差；最后，植物本身及搭配后的美学价值、经济价值和经济成本也要适当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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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如何结合数值模拟与实验研究提高植物滞尘研究的准确性？
现有研究大多从自然环境中采集植物样本进行研究，这有助于测定真实环境中叶片滞尘能力。 但真实环

境下影响植物的因素过多且多变，难以进行变量控制。 因此可以开发各种密闭式实验装置，控制装置内颗粒

物大小、种类及浓度，同步实现装置内温度、降水和风速等变量的控制；此外，通过各种人造技术，如 ３Ｄ 打印、
仿真技术等定制不同形态结构的植物或叶片，就可以实现植物滞尘能力的精细化研究。 当实验数据足够多

时，就可以构建大数据模型，进行植物滞尘效果的数值模拟。
６．５　 是否可以利用生物工程手段，提高植物的滞尘能力？

植物滞尘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提高植物滞尘能力，降低空气中的大气颗粒物含量。 而自然界中的叶片难以

按照实验要求生长成各种形态，特别是无法生长为最理想化下滞尘能力最大化的植物。 如果可以利用生物工

程手段将自然界的植物进行“改造”，按照滞尘最大化的要求（结合实验结果及模型模拟结果）生长为理想形

态的植物，就可以提高植物滞尘能力，这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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